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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国化 ”引发的几点思考 

 

李灵 

 

一、“老话题”和“新内涵” 

自 2014 年 8 月 5-6 日全国三自两会在上海举办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

会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之后，“基督教中国化”便成了学术界一

个热点话题。同年便在国内相继举办了不下十几次想通话题的类似研讨会。组织方式

也几乎相同，基本上都是由当地的“三自爱国委员会”出面组织，学者教授登场主讲。

自基督教入华后，特别是十九世纪新教来华后，基督教如何融入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就一直为中国教会和中国知识界所关注，也为此进行过各种尝试。诸如 以往惯用的

“ 本 色 化 ”(Indigenization) 、 “ 本 土 化 ”(Localization) 或 “ 处 境

化”(Contextualization) 等词而言的等都是为着同一个目标所做的不同尝试。随着

中国教会成员构成逐渐由社会边缘移向中心，中国教会对建立中国神学、中文圣经的

翻译、教会组织方式、甚至聚会崇拜、团契活动、社会参与，等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所以基督教如何“中国化”方兴未艾，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从这个意义上讲， “基督

教中国化”(Sinolization of Christianity)是相对于与“本土化”、“本色化”、

“处境化”应该没有什么不同，应该是个老话题了。 

中国基督教协会前会长曹圣洁直接指出，“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老命题”，

她认为自基督教传入中国之日起，基督教中国化这一问题就已存在。原因是：基督教

虽然发源于亚洲，发展却在欧洲，与西方文化紧密结合。”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委员会主席傅先伟说，基督教中国化是使基督教扎根于中国文化、民族和社会的土壤

之中，在处境中建立一个既符合《圣经》教导，又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和时代特征、

能够被中国社会和民众广泛认可的教会，同时这个教会的经验和见证也能够被普世教

会欣赏和学习。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总干事阚保平说的更加直接，要“摆脱洋教

存在方式，就必须加快基督教中国化进程”。可见，这几位“三自”领袖们所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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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也就是“去西方化”，这个思想一以贯之在“三自”运动之中，并无新意。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如此大张旗鼓地谈论“基督教中国化”，学术界的热情似乎

超过宗教界，几乎有点“越俎代庖”了，这不能不说是个新看点。何以如此？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唐晓峰博士在他《基督教为什么要中国化》一文中开头做了

如此解释，他说“基督教是一种普世性的信仰，它拥有超越于任何特定文化及社会脉

络的信仰义理、教义仪轨，对于基督事件的坚守及历代教会大公会议确立的信条，成

就了基督教“所以称为基督教”以及其生存发展的充分条件。基督教在任何社会、文

化处境中的本土化、本色化都不免有“画蛇添足”之嫌，甚至会受到创立“异端邪说”

之指控。在这一观点看来，“基督教”只能“在中国”，而绝不能称为“中国的基督

教”。”1 这一番话多少消除了人们对“中国化”背后有将“基督教”“佛教化”的忧

虑。但还是没有回答知识界为什么如此热心“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 唐晓峰在同样

的一篇文章的后半部分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其关键点在于消除基督教及信徒与中国

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个体身份中的隔阂，达到一种政治、思维方式、文化等层

面的相互认同，而不是相反，将其作为和谐社会的“异类分子”排除在外。”意思就

是希望基督教信众不因信仰不同与中国社会相抵，而是与中国社会完全相融。唐晓峰

博士的表述确实比较温厚且委婉，不过意思还是清楚的。 

顺着这个思路再往前追溯，最早赋予“中国化”这个老话题以“新含义”应该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他在 2012年 3月 31日至 4月 1日由

该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共同举办的“基督教中国化研究”座谈会上2就倡

议“基督教中国化”。2013 年 11月 22 日至 23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与燕

京神学院合办的“基督教与和谐社会建设论坛”国际论坛的第五场“基督教的中国化

及其实现和谐努力”研讨会上，卓新平教授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他的“基督教中国化”

的概念。3这个概念的具体内容在他的《基督教中国化三要素》一文中作了最清晰的表

达，那就是“對中國政治的認同、對中國社會的適應、對中國文化的表達”。所谓政

治认同，就是基督教要认同現行的政治体制。坚持五十年代的“三自爱国”精神，它

不仅是教会內在的宗教革新运动，也是一場政治运动，是相应政府的英明领导，不与

境外敌對勢力勾結，不推行“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所谓对中国社会适应，

                                                           
1
唐晓峰《基督教为什么要中国化？》2014-10-14 

2
卓新平、張志剛：《基督教中國化研究叢書：緒言》 
3
卓新平：《基督教「中國化」探討》，載《信仰探索：卓新平自選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二零一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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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基督教要学会“积极适应中国现行社会体制、法治管理、社區结构、社团形式。”

主动地融入到社会各个层面中，而不是把自己作為在中国的一塊“飞地”、一座“隔

都”。所谓文化表达，就是强调基督教的文化表達，其根源不是西方的，而是“东方

的犹太文化”。总而言之，基督教完全能夠結合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統，建立起中国特

色的理论思想体系，採用中国的思想文化表达自身、体現出中国的文化色彩。這是基

督教“中國化”的必由之路，絕不能仅是介紹、解釋西方的神学作品，搞西化宣傳。
1

从卓新平教授对“基督教中国化”内涵的具体阐述来看，这次所提倡的“中国化”与

过去的“本土化”、“本色化”、“处境化”等的内涵既有“同”又有“异”，这

“相异”之处就在于我们较之以前的社会情景产生了新的焦虑有关。这个焦虑点就是

出现了基督教“一教独大”的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所中国基督教史专家

段琦教授在“2008 民族宗教问题高层论坛——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宗教”上发表了题

为“宗教生态失衡是当今中国基督教发展快的主要原因”演讲2。她在这个演讲中根据

实地调研资料提出了“宗教生态”这一概念，就是指各种宗教的社会存在状况，类似

自然界的生态，其正常状态应该是彼此制约而达到总体平衡，即各类宗教各得其所，

各有市场，从而满足不同人群的信仰需要；但如果人为地进行不适当的干预，就会破

坏它们的平衡，造成有的宗教迅速发展，有些则凋零了。基督教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

迅速发展，就与宗教生态失衡有关。3暂且不谈“宗教生态”这个概念是否成立，就因

为她用“宗教生态失衡”的说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出现了基督教“一教独大”现象的原

因而引起强烈反响。段琦教授的观点立即引起另一位宗教史专家牟钟鉴教授呼应，他

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从历史传统还是现实国情来看，

多元信仰是文明发展的方向，中国不可能也不允许一教做大，那将意味着文明的倒退。

基督教在中国的过度发展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一是助长境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中

国的野心，更加紧推行其基督教化中国的战略，其结果便会出现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发生与中国社会主义信仰及其他传统信仰的冲突乃至对抗，破坏安定和谐；二是运动

式的发展，又往往是在地下活动，不能从容提高信众的素质，不能保证信仰的纯正，

难以正常与社会交流，出现许多不像基督教的教会组织，容易被各种不良社会势力所

利用，不利于基督教在爱国的旗帜下健康发展；三是破坏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民

族性，从而也将损害由儒、佛、道共同铸造的以人为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爱

通和的民族精神，反而会放大一神教本有的排他性、好斗性，这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和

                                                           
1
中国民族报 2015-03-17  
2
这篇演讲稿收入此届论坛的论文集《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时，标题改为“宗教生态失衡与中国

基督教的发展”。 
3
参见段琦：《宗教生态失衡与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

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秘书处编，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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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崛起，也不利于和谐世界的建设。
1
问题是，出现“一教独大”的“宗教生态失衡”

现象的原因和结果分析本身缺乏内在的逻辑和事实依据。比如在段琦教授将基督教

“一教独大”的原因归咎于“宗教生态失衡”，而“失衡”则归咎于“人为”的因素。

在牟钟鉴看来，这样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其实也就是两个：一是历次“左”倾的

思想政治批判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反复扫荡了中国传统信仰的核心——儒学、

佛教、道教，以及各种民间宗教信仰，而社会主义信仰又由于“十年浩劫”遭受重创，

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和信仰真空。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信仰需求得到释放，形成旺盛

的宗教市场。在满足这种需求上，儒释道恢复元气较慢，而基督教却拥有强大的国际

后盾，在条件一旦允许时便立刻重新进入中国，迅速填补了信仰的空白。二是改革开

放改变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偏于负面的看法，许多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经济

管理、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把基督教作为当代西方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加以吸收。

这就使基督教在历史上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形象被淡化了，而作为“洋教”与现

代西方文明联系起来了。2 第一个因素主要原因应该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基督教国家没

有经历如中国那样的“十年浩劫”，依然保持者完整的文化和信仰，从文化传播和宣

教意义上来讲就自然占据着优势。问题时这个优势是我们自己作孽的结果，怨不得别

人啊。第二个因素，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认对西方文明偏于负面的看法，能够将西方

的科学技术等物质文明与内在的精神文明（基督教）联系起来应该说是个进步。如果

说现在有点“过”的话，也是“矫枉过正”的结果，也是我们自己造成。可是鲜有学

者检讨我们自己从 49年到 79年这三十年间社会文化、道德、艺术等一切精神领域全部

被政治化；而从 79年到 2009年三十年间原本应该重建精神领域所遭受的一切破坏和扭

曲，可是这一切又不得不服从 GDP 的增长需要。正是这两个偏颇导致了前三十年物质

的严重匮乏和近三十年的精神几乎空白。可悲的是，不仅没有人去思考检讨以上的问

题，反而去扩大“一教独大”事实，甚至要“人为”地去扶持其他宗教、甚至差不多

已经消失的民建迷信来对抗基督教的“独大”。为了应付眼前的政治任务或者暂时消

除心中的“焦虑”甚至“恐惧”，不惜埋下日后可能出现的宗教纷争的“基因”，这

是非常短视且危险的举措。幸好还是有人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甘肃省委统战部原副

部长马虎成先生 一方面尖锐地批评了中国宗教生态失衡论，认为其主要论点将宗教生

态失衡归因于政府宗教政策的长期失误，不但为“基督教的非正常发展”提供了“理

论保护伞”(合法性依据)，还会在政策上导致“以宗教对宗教”(以扶植儒释道和民间

信仰来制衡基督教)，造成宗教关系的不公平、不和谐、甚至冲突等负面影响。重要的

                                                           
1
牟钟鉴：《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生态问题的思考》，《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第 22-23 页。 
2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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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看到“以宗教对宗教”政策的危险性。当然，与段琦、牟钟鉴等学者一样，他也

把基督教迅速发展归咎于外部因素，甚至人为： 西方国家特别是境外形形色色的教会

组织，把中国视为“宗教处女地”，把向中国传教作为其大使命，有组织、有计划、

有目的地向中国输出基督教，制定了诸如“松土工程”(在基层传教)、“金字塔工

程”(在高层传教)、“福音西进计划”(在西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传教)等规划，企

图使中国社会“基督化”、“福音化”。而反观同样是世界性宗教的佛教和伊斯兰教，

客观上没有如此强大的国际背景，主观上也没有如此强烈的传教愿望，这就形成了如

此宗教生态现象：境外基督教势力“大举入侵”，境外伊斯兰教、佛教等“裹足不

前”，境内各宗教“节节败退”。其结论是“如果基督教在中国“一教独大”甚至

“一教独霸”，将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即恶化中国的宗教生态，影响中国的国家安

全，影响基督教的自身形象，破坏我国独立自主的办教原则。”
1
 我没法确定西方国家

是有还是没有“松土工程”或“金字塔工程”，觉得这样的“工程”（Project）更象

出自于某个宣教机构。这样带有宣教异象特征的言词真的有那么可怕的颠覆国家政治

动机及后果吗？也许更需要检讨一下我们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的“惯性”作用。从这个

意义上再回头看“基督教中国化”问题，李平晔博士直接点到问题的核心，她说“基

督教不是政治，但离不开政治。如果我们回避政治，中国基督教的有些问题是解不开

的。基督教的中国化，除了本地化、本色化之外，还有处境化的问题。所谓处境化，

就是要把握和回应时代的问题，与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相适应。换言之，与时俱进。这

既是信仰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重要的是“基督教与共产主义都是基于意识形态，

并且都具有坚守信仰、毫不妥协的特点。如何协调、共存？”2  话语至此，“基督教

中国化”的核心问题也就约简为一句话：中国教会如何让党放心？如何为党所用？ 

二、“新内涵”和“旧意识” 

    从最近几年一些学者们的文章论述和地方政府对基督教会的某些举措明显感觉到

“基督教中国化”已成运动之势。但是无论是学者的字里行间，还是政府的行为举措，

虽然“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中国化”等再措辞上略有变换，但是

隐含期间的意识依然如旧。因此也就引发本人对当下盛行“基督教中国化”的几点思

考和关注： 

                                                           
1
 参见马虎成：《基督教在当今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的原因辨析》，《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第

112-121页。 

2
李平晔《基督教中国化之浅见》中国民族宗教网 |201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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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洋教情结”和“夷夏之变”。 

许多参与谈论“基督教中国化”的学者屡屡提到基督教的“洋教”身份。比如北

京大学哲学系张志刚教授就提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对于一种“外来

宗教”的接受或认可主要取决于什么呢？又如，所谓外来宗教的“本色化”、“本土

化”或“处境化”，其主要标志或衡量标准到底何在呢？再如，任何一种宗教传统，

无论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其主要的功能和目的究竟何在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转入

下一部分讨论，这就是基督教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学界和政界所引起

的“现实忧虑”。1 他从韩国基督教史的学术著作里读到：“‘三•一’民族独立运动

展示了韩国基督徒反抗压迫，追求民族独立与进步的风采，也推动了韩国传教事业的

发展。由此可知，信仰基督教具有近代民族主义的色彩，并在这样的特殊历史环境下，

基督教逐渐成为能够救民救国的民族宗教，人们再也不把基督教看成‘西方宗教’

了。”
2
 就是说，韩国基督徒的“洋教外衣”是通过他们在追求民族独立和进步中发挥

的实际作用被扒掉的。这样的说法不由得使我想起了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现在我们没

有人说这是“洋主义”或“洋政党”也就是因为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

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历史没有给中国基督徒这样的历

史机会。要知道，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教会内的爱国主义情绪也日渐高涨。“五、

四”运动期间也出现过“基督教救国论”，甚至不久后出现的倪柝声的神学思想和教

会路线都不是偶然的。但是，历史并没有让中国教会在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浪潮中经

历太多，而是在被同胞的鄙视、排斥、政治迫害中却毫无防抗地默默忍受，这是经历

了另一种与传统和现实社会的“融合”。我可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李平晔所说的：

“从实践层面讲，当基督教信仰作为个人的私事、被中国老百姓接受的那一刻起，中

国化的进程就开始了。经过一百多年、尤其是1949年以后，基督教与国外差会断绝了

联系，更加速了中国化的进程。”3我想提醒张志刚教授，历史是没法比附，也没法假

设的。比如我假设，当年南韩基督徒在参与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合作者是共产党的话，

结果会怎样？ 

当然，“洋教”一词最近几年再次被屡屡提起并非张志刚教授一人，而是一提到

“基督教中国化”就总是先拿“洋教”说事。卓新平教授：“基督教在中國尋求 ‘中

國化’，實質上是要解決中國基督徒的身份認同問題，即中國基督徒理應做中國人、

                                                           
1
张志刚“基督教中国化”三思    《世界宗教文化》 | 发布日期：2013-02-23  

2
 同前 
3
李平晔《基督教中国化之浅见》中国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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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中國道路的問題。”
1
 中国基督徒怎么就会存在一个“做中国人、走中国道路的问题”

了呢？难道还是“多了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中国人”吗？ 

段琪教授在香港浸会大学的一词演讲中还专门为“洋教”一词做了定义：“所谓 

‘洋教’，從政治層面上，就是指基督教與帝國主義和西方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從文化上層面，就是把基督教視為是一種異質的西方文化傳統，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

這些都說明基督教中國化十分必要。”
2
这一番话比较清楚了，“基督教中国化”的目

的就是要为“基督教”摘掉“洋教”的帽子，换言之，不先套上“洋教“的帽子的话，

也就没有更充分的理由“基督教中国化”了。又如何判定“洋教“的帽子摘了还是没

有摘掉？一个标准就是要看“基督教在中国”是否以已经变成了“中国基督教”。按

照段琪教授的说法，实现了“三自”就完成了这个转型“這些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基督

徒組成的中國人自己的教會，完全由自己管理，實現了三自，它們不是 ‘基督教在中

國’，而是 ‘中國基督教’。
3
可是，“中国基督教”的神学依据又是什么？要知道二

十年前学术届非常担忧“基督教”变成“中国基督教”，因为这意味着在中国的传统

迷信中又多了一个“民间基督教”，多了一个“洋迷信”。这就是因为缺乏神学依据

的提法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 

不过我觉得抓住“洋教”帽子不放手的不仅仅是蒋庆一类教授，也许积淀在这些

教授们的心底深处的“夷夏之辩”的情结有关。“夷夏之辨”渊源于先秦。《春秋左

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最开始，

夏是指周王室及其所建立诸侯封国。夷则指向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

荆、戎、狄之人也。(《国语·郑语》)”二者区别的主要标准是诸夏有礼，而蛮夷无。

但其实这个标准也不是固定的，后来更多地倾向于以对诸夏的友善态度为标准。后来

凡是华夏之“礼”所及之处（即凡是接受华夏文明的种族）也就是同处一个天下，于

是便出现了“天下概念”。不断地向外推行华夏文明只举措便称之为“天下主义”。

“夷夏之变”是中国古代在历史上形成的华夏中心主义的心态基础上的民族认同意识，

与“天下主义”的思想看似矛盾，实际上都是文化优越感的不同表达，因为目标都是

为了“变夷为夏”弘扬中华文化，如《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

也”。 

无论是“夷夏之变”还是“天下主义”，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历经

                                                           
1
卓新平《基督教中國化的三要素》 
2
《對基督教中國化的幾點思考》2015年6月16日    段琦教授在浸會大學研討會中講話。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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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和满人两次入主中原后，其内涵和表述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恕不赘言，

简单说就是“夷夏之变”不断地朝向“种族民族主义”演变。时至近代，面对列强入

侵，国家种族存亡危机，传统的夷夏之辨和天下主义也就出现的两种极端形态： 种族

论和文明论。但是都必须回答中国的核心问题：如何使中国从一个传统国家转变成一

个现代国家？由此在文化上就必须既要与世界文明接轨，建立具有近代的文明价值和

制度；同时又要保持自己的文化认同。 在“古代中国，因为天下文明就是以华夏为中

心的文明，普世的天下建立在特殊的华夏之中，因而即便政权是异族建立的，在文化

上依然不会发生“我者”认同的困境。然而，到了近代中国，普世的文明与特殊的华

夏发生了断裂，天下不再是“我者”的天下，而华夏也失去了文明的优越感，在这一

困境下，天下与华夏、近代与中国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痕，使得什么是近代中

国的认同这个问题真正地凸显出来，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
1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中国人的认同？是“华夏礼仪”、“儒家伦理”，还是“现

代文明”、“为穷人闹翻身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追求GDP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我们

以什么为“认同”，还是必须面对“民族文化认同”和“现代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

一味地强调传统文化（儒家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就难免走上自我

封闭“文化自闭症”，过多地强调“现代文明”与世界接轨，似乎又容易失去“文化

的自我价值”。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就是努力使这两者取得平衡的发展中建

设中华新文化以振兴民族，而不是简单地猜摸政府的意图，为短暂的整只需要而忽略

长远的文化发展战略。在如何对待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考验着当代中国知识分

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有两样东西是没有“国界”和“族界”的，那就是“商品”

和“宗教”。前者满足物质需要，后者满足精神需要。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只希望去

购买别国生产的产品，该检讨的是本国的生产能力；同理一个国家的国民愿意接受来

自别国的宗教，该检讨的是本国缺乏，甚至根本没有能够满足本国国民的精神需要。

我们的思维方式永远是错在别人，谈到中国近代遭受侵略、割地赔款，等等教训。可

是，究竟是什么教训呢？往往只是帝国主义如何如何地坏，如果不是他们坏，我们就

不会那么地差，呜呼！很少听到检讨我们自己的“教训”，官员腐败、政府无能、体

制落后、民心涣散，等等都视而不见。现在也是一样，看到中国基督徒人数那么多，

面对“一教独大”惊恐万状，却不思想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的教授们在文明建

                                                           
1
许纪霖：《天下主义/夷夏之辨及其在近代的变异》共识网，2013-01-30。 



 

| 12 | 

 

设中又做了哪些工作？可多的去的人确在股市商场与民争利。不去思想自身的职责，

反倒归罪于“境外势力”，这与谈论近代中国历史教训的思维模式一模一样。 

如同在一个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中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商品一样，在一个充分开放

的社会，人们也可以在宗教这个市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现在不能公然否认人们

的“自由”权利，就采取给基督教再次贴上“洋”标签来遏阻人们。且不谈这样的做

法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都可以都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

愿自由地在世界各地选择自己理想的居住地、甚至国家归属了，一些知识分子还在

“夷夏之变”的狭隘的种族主义心态上，而不是在肯定个人的自由权利、理性选择的

基础上看待一个社会的宗教现象，实在让人费解。如果这样的意识真的成为“宗教政

策”的依据的话，中国对外开放以及文化战略也就中途夭折无从谈起了，中国政府真

的会再次为了图一时之快而弃美好远景？ 

（2）“神道设教”和“宗教管理” 

近代基督教（新教）几乎与洋枪洋炮同时入华、并且在华宣教的权也被写进不平

等条约，这个历史事件确实让全体国人无比愤慨，也让历届政府对基督教心存芥蒂。

但是，国民政府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偏重于“民族感情”、共产党政府则偏重于“意识

形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政府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也有一个变化过

程，但是原则确是一以贯之，那就是：利用、限制、改造（“文革”时期列外）。何

时利用、改造、限制，那要根据党的主要任务来定；利用、改造、限制到什么程度也

姚根据党的需要而定。文革前就不必多说了，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初，提出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那是的“文化”主要就是宗教，可以说“宗教”作为吸引

外资的“桥梁”。政策宽松了、对外开放了、再加上原来的“意识形态”也式微了，

老百姓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信仰了，信教的人数自然也就多起来了。这里当然有传

教的作用，“信道是从听道而来”。人数多了，政府自然也就紧张。中国几千年的漫

长历史并没有出现神权政治和能与国家抗衡的宗教力量。现行政府自然也不会允许。

所以，从上世纪就是年代开始，教会人数的增长和政府的限制措施此消彼长。基督徒

的人数在不断地限制中反而不断地增长的现象，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因应该归功于GDP的

增长。政府非常忌讳GDP的增长受到影响，好在基督徒从来没有任何“暴力”表现，都

比较“顺服”。但是“一教独大”的现象让某些人感觉不舒服，“卧榻之傍岂容他人

鼾睡”？现在提出“中国化”，应该属于“改造”为主的阶段了。改什么？怎么改？

简而言之，就是基督教在中国不仅要完全认同现有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社会制度，

而且还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使我想到了“神道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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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设教的提法出自《周易》的卦象篆辞：“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顒

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

盥而卜荐，有孚顒若”是观卦的卦辞。盥是敬酒灌地以降神的仪式，祭礼以此为盛。

荐则只是向神位献笾豆等物的小礼仪。按照篆辞作者对观卦的理解，百姓看到国王在

宗庙的祭祖中举行盥的隆重典礼，从而对神道产生敬信。宗庙祭祖符合天之神道，四

季没有差错。圣人于是根据神道制定教法，使天下百姓服膺之，达到有序的治化。 

这里的“神道”是“天之神道”（或“天道”），也即表现为四季循环等自然秩

序。圣人制立敬天祭祖的礼仪，将天之神道彰显出来，意义在于实现人道教化。诚如

稍后的贲卦篆辞接着所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

与人文对举，是天道与人道有所显现的表象。通过这种表象，不但可以对幽微的天道

和人道有所体认，而且可以将无形之道化为有形之文，从而达到教化成俗的目的。可

见，人文是以道化俗的途径。 

所谓人文化成，在春秋战国之前，是通过以祭祀为主的礼仪制度去实现的。《左

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庙之祀、兵戎之祭，被看作武功文教

的头等大事。《礼记－祭统》说：“凡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这里突出的一点就是中国和西方社会历史主要的不同点就是“政”和“教”的关系，

在中国并没有独立于“政”之外的“教”，而“政”本身一定意义上是为“教”而行

使权利，也即按照“自然之道（天道）”为原则来对人“施教”，因此教化而成其为

人。是故，“神道设教”也是努力使“人道”合乎“天道”的过程。而“祭祀”在这

个过程中使最主要的环节，曰：“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

故曰祭者，教之本也。” 

“祭”是古礼，居五种主要礼仪之首。“祭祖”作为一种宗教活动，再礼仪文化

的大系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其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则在于祭礼与政教、风俗

浑然一体。赵欧阳修的说法，三代以前的社会，礼乐与政教法规都寓于风俗民情之中，

因民情而成风俗，因风俗而形成自然的礼仪节文和法规，所以礼乐政教虽然简单，却

能达到高度的和谐大治。这样的政治体制既不是“神权政治”，也很难说是“政教合

一”。原因就在于这个“教”，他完全不是西方词汇中的“宗教”，更没有如同基督

教这样的“一神教”。从社会功能一以上看，也确是发挥着西方“宗教”的社会作用

——强化族群认同、提供道德资源、体现终极关怀，等；但从形态学意义上看，确实

是无神的、或泛神化的。正是从这个基本特征，本人主张可以将传统的“神道设教”

中的“教”看作是“无神宗教”（恕不在此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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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功能”的意义上，中国社会解决了对“宗教”的需求，而且还达到了两

个统一：“政（治）”和“（宗）教”的统一，信仰和伦理的统一。这两个统一基本

上杜绝了社会上出现另一（宗）教的可能，因而也杜绝了出现能与国家相抗衡的（宗）

教势力。反过来，这样的社会又即一步强化了“神道设教”的理念。这种互为因果的

历史进程孕育出了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 

至此，人们定会质疑：为什么在汉以后的历次农民起义，如东汉的“黄巾起义”

就是假借“五斗米道”凝聚了数万农民，此后的农民起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采用了

“宗教”性的密谋组织？因为秦统一中国的做法在当时的中国缺乏“合法性”的精神

来源，这种过于依赖武力强行统一的结果导致以后的中国政治原来越关注“权力”—

—政治的最高价值是权力意识而不是政治意识， 谭嗣同在《仁学》中说：“两千年之

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注：伪善）也。唯大盗利用

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中华帝国由此放弃了天

下体系：帝王为防止最高权力被质疑、受挑战，必须建立一种能够瓦解任何政治集团

凝聚力的制度，创造一种属于且服从皇权的组织，以控制整个社会，该组织就是官僚

体系。官僚政治将政治变成统治而终结政治，所以，“中华帝国的统治根本就是一种

反政治或者说无政治的统治，”虽然汉武帝开始推行“独尊儒术”来增强“合法性”

和国民的凝聚力，但是这种服务“统治”为目的的不以“民生”为根本，再加上儒家

思想体系在被“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过于理性化，就一直缺乏整合全体民族的基础。

这也就是汉以后广大民众也一直在寻求能使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的原因，这既是

道家思想被迅速宗教化的原因，也是佛教迅速涌入并扎根中国的主要原因。以至于每

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底层的民众便会以传统的宗教，特别时以道教来作为凝聚民

众、抗衡朝廷的精神力量。遗憾的是，每次改朝换代结束后，登上权力宝座的统治者

又继续强化权力意识，而不是政治意识。因为没有建立起新的政治理想或蓝图，而想

继续维持权利宝座，儒家思想却是现存的附身符。（难怪毛泽东都说，如果我们再把

孔子请回来的话，就说明我们完蛋了。因为共产党是带着整治理想和蓝图夺取政权的，

共产党一开始要实行的是政治统治，而不是权利统治。当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原

本是为了继续维持政治统治，但是最终结果却事与愿违。） 

因为对社会上以宗教来凝聚起来的“势力”更加忌讳和敏感。为了巩固统治，除

了利用越来越庞大的官僚体系对社会上任何非正统、非官方的学说进行扼杀和剿灭外，

再就是尽量将一切流行民间的“异端”整合到官方意识形态之中，为朝廷“教化”民

众所用。“神道设教”便从“政治”转变成“权术”延续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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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教独大”和“依法治国” 

“一教独大”为什么会引起恐慌？一是思想问题，二是制度问题。思想问题也就

是继续用四十年以前的“极左”意识形态看待今天的新问题。这个“意识形态”再加

上近代饱受列强侵略欺辱情结的积淀就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思维惯性。这种思维惯性

特别在对待西方欧美国家的认知上表现得特别突出。记得有一次我在某大学参加一个

学术会议，因为我是海外回去的，期间就和另外几位从香港和加拿大的学者一起应邀

出席该地区统战部举办的晚宴。晚宴上一位上了年纪的统战部官员就问我，美国有没

有统战部？我脱口而出“没有”。他半天没有吭气，后来突然对我说，“你为什么这

么肯定美国没有统战部？”我一时语塞。虽然我努力向他解释说，统战部在中国也是

“党的机构”，美国各党派内部机构都很简单。如果是政府职能部门的话，需要国会

通过才能设立。我知道，无论我怎么解释，他那略带敌视的眼神告诉我，他根本不相

信我说的。我倒是对此事进行了深思。在说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国家如何如何坏、如何

欺骗压制中国等等的“事实”是不需要“证明”的，而如果你要否认某人这样的观点，

确需要拿出证据的。这是非常典型的“有罪推定”的判定方式。这种判定方式显然是

带有种族仇恨的情绪，但是却用“意识形态”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上面提到有人

说西方国家利用基督教对中国施行“金字塔计划”、“松土计划”“社会福音化”等

等，有人提出来了就没有人会否认，因为肯定是不需要“证据”而否定则需要“证

据”。我没有听说西方那个国家制定过这样的对华战略，但是我听说过一些宣教机构

会提出这样那样类似的“字句”来表达他们各自的“异象”。可是，这样一些“骇人

听闻”的说法到了某些“教授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耳朵里就会产生“惊天动地”

的效应。然后便是大大小小的报告持续地“向上递送”，是否一定会导致政府决策人

士以此为据制定政策，但是影响一定会有的，因为他们要否定的话，也是需要拿出

“证据”的啊！说实话，我对此类事情深恶痛嫉。我曾经当着社科院的某位“传家”

的面问她，你的文章中引用的资料为什么全是一些教会或宣教机构出版的宣传品，几

乎没有出自于大学教授、智库学者等资料？教会和宣教机构一般在表述“异象”时大

多数喜欢“语不惊人誓不休”，可是我们一些学者官员的神经就是那么地经不起这样

“语言”的折腾。这样的情形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晚清时期发生的许多教

案，今天看来许多都是“误解”造成的。但是当时的社会文人学士和基层官员就宁可

把“误解”说成是“蓄谋已久的阴谋”、是“故意所为”等等，即使有个别人士明知

真相也不便说，说了也没有人会信。当年“天津教案“便是一例：天主教堂针对当时

路边弃婴较多的情况便设有“育婴堂”，民间不理解洋人为何对中国孩子那么好？一

些谣传便在民间长久传递，诸如，洋人用药迷拐妇女儿童、挖孩子的眼睛和铁一起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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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子、还有挖孩子的心做药，等等。如此谣传几乎没有人质疑，更有意思的是那些文

人学士不仅不作理性思考予以澄清事实，反而还推波助澜，以至于谣传越传越广最终

酿成“教案”。曾国藩受命前往勘察处理后，经过调查几天后便向朝廷上奏汇报：

“臣等伏查此案起釁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牽涉教堂，並有挖眼剖心，作為藥材等

語，遂致積疑生忿，激成大變。……惟此等謡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

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貼，或稱教堂拐騙丁口，

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稱教堂誘污婦女。。。。。 天主教本系勸人為善，……即以仁

慈堂之設，其初意亦與育嬰堂、養濟院略同，以收恤窮民為主，每年所費銀兩甚巨。

彼以仁慈為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至津民所以積疑生謗者，則

亦有故。蓋見外國之堂，經年扃閉，過於秘密，莫能窺測底裡。教堂、仁慈堂皆有地

窖，系從他處募工修造者，臣等親履被燒堂址，細加查勘，其為地窖，不過隔去潮濕，

庋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盡目睹，但聞地窖深遂，各幼孩幽閉其中。……加以

本年四五月間，有拐匪用藥迷人之事，適於其時，堂中死人過多，由是浮言大起。” 

這一奏摺的要點有四：一，經曾氏實地調查，民間甚囂塵上的洋教士“殺孩壞

屍”、“采生配藥”，教堂內“有眼盈壇” 云云，並無其事；二，洋教士之育嬰系

慈善事業，“以收恤窮民為主，每年所費銀兩甚巨”；可是却反遭诽谤，自然也愤愤

然不平；三，民衆對洋教士的誤解也不為無因，教堂“經年扃閉，過於秘密，莫能窺

測底裡”，說到底，都是不溝通所致；四，天津教案的發生必然中有偶然，適值其時

“有拐匪用藥迷人之事”，而恰恰育嬰堂中又“死人過多” (修女們特別願意為生病

和垂死兒童洗禮，這是育嬰堂死亡率較高的重要原因)，湊在一起釀成了巨變。 

以上四点可以归结两点：“误解太深”和“缺乏沟通”。这两点在今天竟然还是

成为我们一些文人学士及政府官员跨不过去的“坎”。以至于面对中国基督徒人数在

近三十年内激增而成为国内“一教独大”的现象不去反省自身的原因，而怪罪他人。

中国基督教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几年内激增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1、“道教”神秘、佛教腐败、其他宗教迷信在“文革”中被铲除后意识难以恢复；

加上“文革”后出现的“三信危机”后并没有恢复“三信”的情况下匆匆进入全面发

展经济，将一切思想理论问题只是“挂起来”，社会上出现“精神真空”的状态； 

2、“改革开放”后个体经商、工人下岗、学者下海、等形成全民经商的潮流，特

别是民工进城，那些发财升官的走进庙里烧香求保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进了教会； 

3、广大知识分子在频繁而由广泛地接触西方人士、接受西方教育、了解西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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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确实发现西方的科学、文化、社会、教育、甚至法律都育基督教信仰的传统密切相

关，故也摒弃前嫌对基督教产生好感、甚至委身皈依。 

假如没有以上这些客观因素，即便“境外”实力再强空拍也无济于事。现在这些

学者却罔顾这些实事不作反省，不去帮助政府做适当的改进，只是简单地将原因一味

归之“境外”势力。殊不知，在现在这样的信息化时代，宗教信仰传播的渠道也是可

以用“天罗地网”来形容，人们对信仰的选择几乎与选择商品别无二致。如果我们从

个人完全有权利自由选择自己信仰的角度去面对“一教独大”的现象， 我们就应该看

到所谓“宗教生态平衡”是不可能的，更不应该将中国过去在通过对社会宗教现象严

格控制下出现的各个“宗教”的存在状况误认为是中国的“宗教生态平衡”现象，甚

至再将这个子虚乌有的“生态”作为打击、直到消除“一教独大”现象的理想目标。

要知道，这才是试图再次恢复“人为”的强权压制来达到“平衡”的做法，这种“做

法”的结果不只是对“基督教”，而是对全社会绝对是个天大的“灾难”！ 

现在再来谈谈“制度”层面的问题。卓教授在谈到“政教关系”时曾经有过这么

一段论述：“從古至今，中國的現實一直是政治為主、宗教為輔的，從來沒有出現過

宗教壓倒政治、引領政治的局面。依據現代社會的共識，選擇 ‘政教分離’的模式、

採取 ‘依法治教’的法制政治，是比較合理的型態；但是，他強調，要從 ‘政主教

從’轉變為 ‘依法治教’還是需要更長的一段時間，在短期內是無法在中國實現的。
1

这里所说的 ‘政主教从’实际上就是传统的 ‘神道设教’。他在此也间接承认这已

经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治理模式了。比较合乎现代社会共识的应该是“依法治教”。

至少说明当下施行的政治体制并不是我国的终极体制，这个体制是需要不断地朝向

“现代性”特征的政治制度转型，只是“在段时期内是无法在中国实行的。”当然，

这里所提到“依法治教”的“法”绝对不是什么“宗教法”的“法”，而是宪政司法

化后的“法制社会”，是“依法治国”的“法”。也就是说，宗教信仰问题是属于宪

法中的“公民权利”问题。显然，这个权利在“短时期内”无法兑现。现在的关键在

于：面对无法兑现的宪法承诺是用“取消承诺”的办法，走历史的回头路，还是有条

件地“部分兑现”以坚持向“合乎现代社会共识”治理国家的方向迈进？这恐怕是我

们最值得认真思索和对待的问题。 

我在此引用金陵神学院付院长王艾明牧师于2015年3月2日在江苏省基督教两会召

开的“基督教中国化”论坛上发言的一段话作为结束：“基督教中国化，这一命题的

                                                           
1
 「政主教從」的歷史論述，另見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與當代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8 年，第 29-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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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不可否认其愿望具有极强的儒家法统的潜意识。从现实的宗教事务管理来看，

这一美景可以将基督教信仰纳入国家秩序之内，连接着公共事务的合理性规范。但是，

基督教信仰在制度层面固有的复杂性和生成机制却使得这一美好的愿望陷入极其尴尬

的境地，最终使得这一口号式命题成为一项运动式议题。这就是说，大凡将以教会信

仰为基督教信仰之正统性纳入国家在一个特定时期的世俗政制中，无论是历史上的帝

国、朝廷，还是近代以来的政党、政府或公共组织，最终都会成为国家和公众的负担、

麻烦和极端意义上的灾害。这一历史教训已经明确无误地成为基督教神学、历史学、

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知识学领域人类知识的基本共识。若我们愿意就“基督教

中国化”命题的思考和研究做国家、民族、社会和家庭等层面的分析，就劳动、婚姻、

教会和国家这四大神圣秩序的神学范畴来论证，一切围绕着基督教中国化的诱惑、误

区和危险就会得到明证和澄清，进而我们就可以避免历史教会两千年发展过程中一再

重复和遭遇过的错误和陷阱，真正使得国家、社会和公众的基本秩序和基本权利获得

法律保障，最终承担基督徒的基本责任和使命。”1 

“基督教中国化”任重道远，必须前行。我们应当从基督教在中国如何进一步传

播？如何建立能与中国社会传统相融的教会组织？在《圣经》的翻译上如何使中文既

要合符《圣经》原意，又能合符中文表达传统？如何将二十世纪初中国教会先贤们开

创的“基督教神学本色化、本土化”等事业继续向前推进，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

基督教神学？这些都是我们考虑的“基督教中国化”的真正内涵。至于，一个中国基

督徒，或者一个具体的中国教会究竟如何与自己所生存的社会相处？如何对待自己的

国家、法律等等，《圣经》中都有明确的教导。使徒保罗也已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非

常好的榜样：绝对不应当利用基督搞政治，只是利用一切便利条件传使人悔改的福音。

愿主祝福我们！ 

 

 

                                                           
1
王艾明 牧师“基督教中国化”：美景，诱惑与误区  3/02/2015 


